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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源VOCs 排放清单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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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 当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已进入深度治理的关键阶段。挥发性有机物（VOCs）作为臭氧（O3）和二次有机气溶胶

（SOA）生成的关键前体物，其精细化管控已成为“十五五”期间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任务。针对当前重污染天气应

急管控在响应时效、措施量化及物种动态表征等方面存在的技术瓶颈，亟需开展工业源全过程 VOCs 排放及物种研

究，以支撑 NOx 和 VOCs 的协同减排与 O3 污染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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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Current ly,  China's air  pol lut ion prevent ion and control has entered a cr i t ical stage of deep 

treatment. As key precursors of ozone (O3) and secondary organic aerosol (SOA), the refined 

control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has become a core task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 response to the technical bottlenecks in existing emergency control measures for 

heavy pollution weather, particularly regarding response timeliness, measure quantification, and 

dynamic characterization of species, it is urgent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whole-process VOCs 

emissions from industrial sources and species response measures. This research is essential to 

support the coordinated emission reduction of NOx and VOCs and to achieve effective control of 

O3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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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已进入以细颗粒物（PM2.5）与臭氧（O3）协同控制为核心的深度治理阶段，国家在“十五五”期间明确将

“以 PM2.5浓度持续下降为主线 , 大力推动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减排 , 协同控制 O3污染”确立为核心战略。VOC

是常温常压下沸点为50℃ -260℃的空气污染物，是 O3和二次有机气溶胶（SOA）共同的关键前体物 [1]，我国 O3污染的高值区主要集

中在华北平原、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成渝地区。基于排放清单与源解析的研究指出，工业过程与溶剂使用源对成渝地区 VOCs 总量的贡

献率超过50%，是区域臭氧生成潜势（OFP) 的最大贡献者 [2]。

近年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为源 VOCs 的绝对排放量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宏观尺度的评估显示，中国

VOCs 的总排放量呈现出长期持续增长的趋势，其总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不足1000完吨，迅速攀升至近年来的近3000万吨，其中

工业部门与溶剂使用的持续扩张是驱动这一增长的核心动力。不仅如此，部分特征 VOCs 物种自身兼具致癌、致畸等直接生物毒性，其

复杂的混合暴露模式与多种不可逆的健康风险密切相关 [3]。面对如此严峻的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形势，传统的粗放式总量控制策略已无法

满足现代环境管理的诉求，精准治污、科学治污逐渐成为核心指导思想。生态环境部近年来发布的《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

制定技术指南》，正式确立了以环保绩效分级为基础的差异化管控制度。该制度依据企业的大气污染防治装备水平与末端治理技术，将

企业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在重污染预警期间实施差异化的应急减排措施。这种顶层制度设计旨在彻底打破传统环境管理中“一刀切”的

宏观管控模式，强力推动环境管理体系向微观层面、精细化与科学化方向深度转型。

然而，随着管控模式从宏观的区域限产向微观的具体涉 VOCs 工序调控转变，现有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技术体系在支撑高频次应

急管控方面，逐渐显现出显著的理论滞后性与技术方法学缺口。为了全面应对这一挑战，必须深入剖析当前清单核算体系的内在局限，

并重构基于动态响应与精细化映射的科学评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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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业源 VOCs 排放清单研究路径

一、工业 VOCs 排放清单研究方法进展

工业源 VOCs 排放清单作为识别污染来源与评估减排效果的

核心工具，其构建方法学随着大气污染防治策略由“总量控制”

向“精细化管控”的转型而不断演进。国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

已建立起较为成熟的清单体系。美国环保署（EPA, 2020）通过

构建国家排放清单（NEI）并配套 SPECIATE 组分库，实现了排

放清单与空气质量模型（如 CMAQ）的深度耦合，有效支撑了 O3

与 SOA 的生成潜势分析。国内方面，自2014年《大气挥发性有

机物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发布以来，相关研究显著提升了

数据基础。Wei 等（2008）[4] 率先建立了中国早期人为源 VOCs

排放清单，揭示了工业过程排放的长期增长趋势；随后，Zheng

等（2009）[5]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构建了高时空分辨率的区域排放

清单框架，为区域尺度精细化管控奠定了方法学基础。近年来，

Li等（2017）[6] 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多尺度排放清单模型（MEIC），

实现了从宏观估算向基于工艺过程和组分特征核算的转变。尽管

当前主流的排放因子法在适用尺度与溯源性方面具有优势，且部

分研究如 Sha 等（2021）[7] 已开始聚焦于重点工业行业的 VOCs

源谱特征与 OFP，但总体而言，现有体系仍侧重于常规年份的静

态核算，主要服务于中长期减排规划。

现有清单体系虽然能够准确表征常态下的排放强度分布与重

点排放源，却难以定量评估特定管控措施下的动态减排效果及具

体环节的响应特征。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首先是时

间响应的滞后性，传统清单多基于年度平均活动水平编制，如 Wu

等（2016）[8] 指出的，常规时间分配系数忽略了生产负荷波动与

非连续性排放特征，无法捕捉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停产、限产等

指令引发的排放量实时变化；其次是工艺表征的宏观性，核算方

法常将企业视为整体排放单元，缺乏对动静密封点泄漏（LDAR

相关）、废水处理逸散等具体工艺节点的精细化刻画，导致管控

措施的减排效益难以在微观层面得到量化。因此，本研究致力于

构建具备动态响应能力的精细化清单核算框架，通过将工业源排

放解构为关键工艺节点，并结合实时工况数据，填补现有研究在

应急管控评估方面的空白。

二、工业 VOCs 物种特征及物种清单研究进展

源成分谱作为表征污染物化学组成特征的基础数据，决定了

排放清单在 OFP 与 SOA 模拟中的准确性。由于 VOCs 物种繁多

且化学反应活性差异显著，建立基于最大增量反应活性（MIR）

的物种清单已成为提升大气氧化性控制效率的关键。国际上，美

国环保署（EPA, 2020）建立了标准化的 SPECIATE 数据库，确

立了将排放总量按化学物种分配的方法体系，并持续更新以涵盖

中间挥发性有机物（IVOCs）等关键前体物。国内研究则经历了从

引用国外数据库向构建本土化实测谱库的转变。Mo 等（2016）[9]

通过对中国典型工业行业的大规模现场实测，构建了涵盖石化、

表面涂装及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的本土化源谱，揭示了芳香烃和

含氧挥发性有机物（OVOCs）在特定工艺中的主导地位；Sha 等

（2021）[10] 进一步在珠三角地区开展了高分辨率组分特征研究，识

别出甲苯、间 / 对二甲苯等高反应活性物种为区域 O3生成的关键

贡献因子。上述研究表明，基于本土化实测数据的源谱构建已成

为量化 VOCs 环境效应、制定分级控制策略的必要前提。

图2 苏码罐 VOCs GC/MS-FID 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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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土化源谱显著提升了清单的化学表征精度，但现有研

究在源谱与管控措施的耦合机制方面仍存在不足。目前，主流

清单编制方法通常假设同一行业或工艺在不同时期维持恒定的

物种组成，忽略了末端治理技术对排放组分的重塑作用。Zou 等

（2019）的研究指出 [11]，蓄热式热氧化（RTO）、活性炭吸附等

治理设施对不同 VOCs 组分具有显著的去除效率差异，导致经过

处理后的排放尾气组分特征与原始产生环节存在本质区别。若在

评估管控措施效果时沿用单一的原始源谱，将无法准确反映治理

后高反应活性物种的残留情况，进而导致对 O3削减潜力的误判。

因此，现有研究亟需突破静态源谱的应用限制，建立基于治理技

术路线的动态成分谱更新机制，以准确量化管控措施下 VOCs 组

分及环境效应的实时演变特征。

三、工业 VOCs 管控策略研究进展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进入攻坚期，中国工业源 VOCs 管控策略

正经历从粗放式总量控制向精细化差异化减排的深刻转型。生态环

境部发布的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确立了

绩效分级制度，改变了以往统一关停的应急模式，要求依据企业治

污水平实施分级差异化管控，并推进针对具体生产线与产排污环节

的精细化措施。Pusede 等（2015）[12] 指出，美国依托清洁空气法

和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侧重于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与更严格的机

动车排放标准来长期控制 O3前体物，极少采用临时性工业停产措

施；欧盟则通过工业排放指令强化最佳可行技术的应用。这种差异

表明，西方国家缺乏应对高强度污染过程的应急机制，而中国虽然

建立了管控的政策框架，但其科学性仍受限于管理精细化要求与技

术粗放化现状之间的矛盾，即虽然政策要求落实到具体环节，但缺

乏能够支撑环节级减排量精准核算的方法学体系。

当前针对管控效果的评估主要沿用传统的情景分析法或基于

年度清单的折算方法，这在应对应急响应时存在显著的时空尺度

差异。Li 等（2019）[13] 指出，传统情景分析通常基于年度平均活

动水平和气象条件设定减排比例，忽略了工业生产非连续性的动

态特征以及重污染天气下的极端气象影响。更为关键的挑战在于

管控措施与核算单元的不匹配：应急管控通常作用于具体的微观

工艺环节，如停止某一涉 VOCs 工序或加大特定 RTO 风量，而

现有的排放核算体系多以整个工厂甚至区域为基本单元。此外，

由于 O3生成的非线性特征，简单的总量削减若不考虑物种活性差

异，甚至可能因 VOCs 与 NOx 比例失调导致 O3浓度反弹（Tan 

et al., 2018）[14]。因此，构建一套能够将管控措施映射到具体工

艺环节、并实时量化其对排放总量及物种组分影响的动态核算体

系，是突破当前减排量化困境的迫切需求。

四、结论与展望

展望未来，随着物联网传感器、质子转移反应飞行时间质谱

等高频率精细化监测装备的规模化部署，以及卫星遥感数据的多

源异构融合，排放清单的编制范式将从事后静态核算向全天候实

时数字孪生方向演进。将具备高时空分辨率的动态清单与三维大

气化学传输模型及人工智能同化算法深度耦合，系统解析复杂气

象与地形约束下大气氧化性的时空演变规律，将为我国在统筹经

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约束的前提下，最终实现 PM2.5与 O3协同控

制、减污降碳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提供坚实的底层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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